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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百年，华彩华章：华人科学家的贡献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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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量子力学诞生以来，华人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屡有重大发现。本文梳理了从量子力学建立至中国改革开

放前后这一历史阶段中，作出代表性贡献的华人科学家，依其学术活动年代和研究特点划分为三代，展现了中国早

期量子研究从引入、承接走向原创与引领的完整发展轨迹。值此量子力学诞生百年之际，回顾华人量子科学家的

历史贡献，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他们在量子科学发展史中的角色，也有助于理解量子力学在中国的传播、吸收

与再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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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ntury of quantum mechanics： contributions and legacy of 
Chinese scientists

PENG Peng*， DUAN Xi， GAO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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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birth of quantum mechanics，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repeatedly made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surveys the representative Chinese scientist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quantum me⁃
chanics to the period befor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grouping them into three generations according to 
their academic eras an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by revealing a complete trajectory of China's early 
quantum research from introduction， originality and leadership.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ary of quantum 
mechanics， reviewing the Chinese quantum scientis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not only helps to gain a fuller un⁃
derstanding of their role in the history of quantum science， but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mis⁃
sion， the absorption， and the re-cre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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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0　引言

量子力学的建立，是 20 世纪科学史上最深刻的

理论革命之一。自普朗克（M.  Planck）提出能量量

子假说、爱因斯坦（A.  Einstein）发展光量子观念，到

海 森 堡（W.  Heisenberg）矩 阵 力 学 和 薛 定 谔（E.  
Schrödinger）波动力学的相继形成，量子力学不仅重

塑了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也为原子物理、分子物

理、核物理、粒子物理、凝聚态物理以及当代量子信

息科学奠定了共同基础。

本文主要梳理为量子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华人

物理学家的相关研究，他们的工作涵盖以量子理论

为基础、在二十世纪直接发展起来的多个核心分支。

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原子与分子物理、X 射线与光谱

学、核物理、粒子物理、量子场论以及固体物理和半

导体物理等领域的代表性人物。由于相关人物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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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本文侧重选取研究成果在国际物理学发展脉络

中具有一定辨识度，或是在中国现代物理学学科建

制与代际传承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个案。

20 世纪上半叶，物理学的研究重心经历了明显

转移。20 年代到 30 年代，原子物理尤其是光谱学是

主；30 年代后期到 40 年代，核物理和宇宙线研究迅

速兴起；二战以后，基本粒子物理、量子电动力学和

量子场论成为国际理论物理前沿；50 年代以后，固

态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又逐渐发展为现代物理学的重

要主流方向。华人科学家的研究轨迹与这些主流方

向密切呼应，同时也受到历史条件的深刻影响。鉴

于量子信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于 20 世纪 80 年代萌

芽，并在 90 年代迅速崛起，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

界定为从量子力学建立之初至 1978 年改革开放

前后。

因此，本文将这一时间范围内量子力学发展历

程中的华人科学家大体划分为三代，如表 1 所示。

第一代主要指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出国留学并

取得博士学位的早期学者，他们率先将量子概念与实

验技术引入中国。第二代成长于抗战前后，在原子分

子物理、统计物理、核物理、高能物理和量子场论等方

向延续并拓展了前人的工作，在艰难环境中维系了

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学术传统。第三代则主要形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代学

者已经能够参与国际前沿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在

量子领域做出了重要成果，他们的研究方向既反映

了当时量子力学发展的热点与趋势，也与国家的科

技战略密切相关，开创了华人量子科研的新局面。

1　第一代  引进量子概念

20世纪初，量子理论正萌芽于欧美，华人留学生开

始把它带回祖国。李复几是第一位获得物理学博士学

位的中国人［1］，他在博士论文中，通过钠原子火焰光谱实

验，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光谱发射中心说，从而揭示了光

谱线的发射机制。此后，李耀邦、颜任光等人也相继获

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1　实验原子物理与光谱学研究

真正意义上参与并推动量子力学相关研究的一

代中国物理学者，主要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

一时期，X 射线散射、原子光谱以及晶体结构分析等

方向，成为量子理论的重要实验基础。因此，第一代

华人物理学家的工作，多集中在当时国际物理学最

活跃的实验原子物理和光谱学方向。

胡刚复 1918年在哈佛获博士学位，是我国最早从

事 X 射线实验的学者之一［2］。他与杜安（W.  Duane）
合作，用布拉格散射方法精确测定了原子序数为 25―
34 元素 K 线的临界吸收波长，将电子速度与原子序

数关系制图，完善了莫斯利定律。他还首次测量了

表 1　前三代华人量子科学家与 20 世纪物理学主流方向的协同演进

Table 1　Co-evolution of the first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quantum scientists and the mainstream directions of 
20th-century physics

阶段

第一代

（1920―
1930s）

第二代

（20 世纪

30 年代至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

立前后）

第三代

（1950―
1970s）

同期国际物理学主流方向

原子物理、光谱学、X 射线散射、

晶体结构分析和早期量子理论，

量子力学刚刚建立，实验验证与

理论应用并行展开。

由原子物理逐步转向核物理、宇

宙线研究、介子理论、统计物理

和早期量子场论。二战推动核

科学迅速成为物理学前沿和国

家战略领域。

二战以后，基本粒子物理、量子

电动力学、量子场论和标准模型

相关问题成为国际理论物理前

沿；50 年代以后，固态物理、半

导体物理和凝聚态物理逐渐成

为现代物理学的重要主流方向。

华人科学家的主要回应方式

围绕 X 射线散射、原子光谱、分

子光谱、氢原子精细结构、氢分

子量子计算等展开研究

研究方向由原子、分子与统计物

理扩展到核物理、宇宙线、高能

物理和量子场论；在中微子探测

设想、正负电子对产生、β 衰变、

宇称不守恒实验验证、非平衡统

计物理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在非阿贝尔规范场、宇称不守

恒、可解量子场论模型、J/ψ 粒

子、交叉分子束、晶格动力学、

半导体与表面物理、核武器理

论设计和高能散射理论等方面

取得突破，并获得诺贝尔奖。

代表科学家

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

吴有训、谢玉铭、顾静徽、

严济慈、王守竞、周培源

吴大猷、束星北、王竹溪、

张宗燧、王明贞、王承书、

彭桓武、马仕俊、胡宁、朱

洪元、余瑞璜、任之恭、赵

忠尧、王淦昌、张文裕、何

泽慧、吴健雄

杨振宁、李政道、杨立铭、

周光召、何祚庥、戴元本、

郝柏林、丁肇中、李远哲、

黄昆、谢希德

协同演进特征

把量子概念、实验

技术和近代物理教

育体系引入中国。

在战争与迁徙环境

中维系并拓展中国

现代物理传统。

一方面进入国际量

子理论和高能物理

前沿，另一方面服

务国家核科学与重

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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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线光电子的速度分布和散射分布，确认了选择

性光电效应和选择性散射的存在［3］。胡刚复的研究

明确了原子内部电子结构与 X 射线发射机制，为量

子原子模型提供了实验依据。

1922 年，饶毓泰获得博士学位。他早年在汞灯

低压放电研究中，揭示了激发电压远低于电离电势

的现象，为理解原子能级结构提供了重要实验线索。

留学德国期间，他系统开展原子光谱外场效应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铷、铯等原子上观察到电场对谱

线的分裂和红移（逆斯塔克效应）。这些精密测量为

量子力学微扰理论提供了关键实验数据，使理论能

够准确预言原子在外电场中的行为。此后他还研究

多原子体系的光谱，将量子理论推广到更复杂系统。

叶企孙于 1923 年获得博士学位，1921 年，叶企

孙和杜安、帕尔默（H.  H.  Palmer）合作，用 X 射线测

定了普朗克常数［4］，得出当时最精确的普朗克常数

值。除此之外，他还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磁学的人。

他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

率的影响。回国后，他创办了清华物理系，并担任系

主任，先后聘请了一批知名学者任教，为中国物理教

育作出了很大贡献。

同样从事 X 射线研究的吴有训，他在芝加哥大

学师从康普顿（A.  H.  Compton），于 1926 年获得博

士学位。他围绕量子理论中的关键问题——康普顿

效应，进行了大量精密实验。在 1924 年至 1926 年

间，他采用不同物质作为散射体，测得 15 种材料的

X 射线散射光谱［5］，即后来被称为“吴有训光谱”，从

实验上有力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此外，吴

有训还通过改进实验装置，先后否定了当时流行的

“三次辐射”假设和“箱子效应”等错误解释，进一步

澄清了 X 射线散射机制。在定量研究方面，他测定

了散射过程中变线与不变线之间的能量分配关系，

并分析其与散射角的函数关系，从而深化了对光量

子动量与能量转移规律的认识。这些研究不仅巩固

了光量子理论的实验基础，也推动了量子力学在散

射问题中的应用发展。

1926 年获博士学位的谢玉铭是中国最早研究

氢原子精细结构的学者之一。1933 年，他与豪斯顿

（W.  V.  Houston）合作测量氢原子光谱精细结构，

发现实际测得的谱线间距系统性偏小，并且超出了

实验误差范围［6］。基于这一结果，他们指出这种差

异很可能源于“电子与辐射场相互作用”的忽略，即

电子自能效应。这一领先一步的结论后来被称为

“兰姆位移”。兰姆于 1947 年以微波共振法得出了

与谢玉铭实验一致的结论，并因此获得 1955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谢玉铭的研究首次将量子电动力学中

自能的概念带入氢谱学领域，对后来重整化理论的

发展起到了启示作用。

我国第一位女性物理学博士是顾静徽（1933 年

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她也是中

国最早的女性光谱学研究者。她在导师丹尼森（D.  
M.  Dennison）的指导下，运用量子力学理论研究了

三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完成了“二氧化氯的吸收光

谱”“对称三原子分子带光谱系的强度分析”两篇独

立署名论文。1971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赫茨伯格

（G.  Herzberg）在他的三卷本名著《分子光谱和分子

结构》中引用了顾静徽的论文，并注明该文是当时唯

一的一篇研究三原子分子二氧化氯的紫外吸收光谱

的论文［7］。

此外，1927 年获博士学位的严济慈，从事压电

晶体学、光谱学、大气物理学、应用光学、光学仪器研

制等多个领域的研究［8］，精确测定了压电效应反现

象并发现光双折射效应，发现石英扭电定律，在光学

材料方面，他还发现了压力减弱乳胶感光性能的

现象。

1. 2　量子理论研究

中国最早从事量子理论研究的是王守竞。他于

1928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是美

国最早一批量子力学方向的博士学位。随后，他在

威斯康星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于 1929 年回国。

在量子力学建立初期，他连续完成了三项具有重要

影响的研究工作。

王守竞的第一项重要研究，是关于两个氢原子

之间相互作用的量子力学计算问题。两个氢原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包括库仑力，还涉及电子在两个

原子核势场中的量子运动以及电子交换效应。王守

竞尝试将新建立的量子力学直接应用于多粒子体系，

通过构造合适的波函数，对双原子体系的相互作用能

进行计算。这项工作于 1927 年发表，吴大猷评价他

“量子力学一发展出来，他就坐上头一列火车”［9］。

第二项工作围绕氢分子成键问题展开。氢分子

是最简单的分子体系，在理解化学键形成机制方面

具有基础意义。1927 年，海特勒（W.  Heitler）和伦

敦（F.  London）已经提出用量子力学解释共价键形

成的理论框架，指出电子交换效应在分子稳定性中

起决定性作用。但在具体计算中，这种方法受到数

学处理上的限制。王守竞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首

次引入变分法，通过构造更为灵活的试探波函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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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效电荷等参数纳入变分过程，对氢分子的结合

能进行了系统计算。他给出了结合能随原子间距变

化的关系，明确展示了分子在平衡距离处的稳定性。

这项工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发表于 1928 年［10］，名为

《新量子力学中的正常氢分子问题》，是美国大学体

系中较早以量子力学为研究主题完成的博士论文之

一，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第一篇纯理论物理博

士论文。这项研究使量子力学对化学键的解释从定

性层面推进到定量层面。变分法后来在分子量子力

学和量子化学的发展中也被不断采用，成为处理复

杂量子体系的常用方法。

第三项工作涉及分子转动问题中的不对称陀螺

模型。在经典力学中，对称陀螺问题较为容易处理，

而不对称陀螺由于缺乏轴对称性，其运动分析较为

复杂。在量子力学框架下，分子转动需要通过求解

相应的薛定谔方程来描述，而现实中大量分子（如水

分子）都属于不对称陀螺体系。王守竞最初尝试采

用波动力学方法处理不对称陀螺问题，但在变量分

离过程中遇到困难，随后转而采用矩阵力学的方法。

他通过对角动量算符进行系统处理，推导出了可用

于数值计算的不对称陀螺能级表达式。这一结果发

表于 1929 年的《物理评论》［11］，并很快被欧洲学者引

用。这项工作为理解分子转动光谱提供了理论基

础，也展示了矩阵力学在处理复杂角动量问题时的

优势。

同年，周培源也取得博士学位。他主要研究广

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雷诺应力公式，

是中国流体力学与引力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取

得博士学位后，他又分别跟随海森堡和泡利（W.  
E.  Pauli），从事量子力学研究。此外，他在量子力学

教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9 年他担任清华大学

最年轻也是第一位理论物理学教授，带领昆明西南

联大一批学生进入理论物理研究。

总体来看，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获得博士学位的

这批物理学家，回国后大多投身于高校的教学与研

究事业。他们不仅将当时前沿的量子力学知识引入

课堂，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承担起学

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任，是华人量子力学领域的

第一代开拓者。

2　第二代  进入量子科学家成长储备期

20 世纪 30 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量子科学

家在前一代的基础上成长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

抗战前后留学归国，随着国际物理学研究重心由原

子物理逐步转向核物理和粒子物理，这一代科学家

的研究方向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他们开始直接面

对量子理论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在原子物理、统计

物理、核物理、高能物理和量子场论等方向上展开更

深入的探索。

2. 1　理论方面

吴大猷是第二代华人量子科学家的代表。在中

国，最早学理论物理的前两位是王守竞和周培源，第

三位就是吴大猷［9］。1931 年，经饶毓泰、叶企孙推

荐，他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奖学金赴美留学。当

时的密歇根大学是美国量子力学研究的中心，吴大

猷一方面从事实验方向做红外光谱学，一方面主要

开展原子物理理论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两个最低

点特征值问题与重原子 f 态量子亏损》预言了铀 92
附近将出现第二个稀土族元素，还探讨了前人未涉

及的具有两个不对称最小值位势的量子力学问题。

在二战期间核物理发展迅猛的背景下，铀后元素通

过多种方式陆续被发现，西博格（G.  T.  Seaborg）因
掌握铀后元素钚-94 的化学性能，于 1951 年荣获诺

贝尔化学奖，吴大猷的研究展现的前瞻性因此更加

明显。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高校西迁昆明，

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物理系

由吴大猷、叶企孙等人领衔继续教学。在这一时期，

吴大猷的研究因实验条件受限而更偏重理论，涉及

分子振动与转动、大气物理过程、电子激发分子振动

等多个方向［12］。美国引爆首颗原子弹后，南京国民

政府决定安排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各自挑选两位

优秀青年出国进修相关知识，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

和李政道。抵达美国后，内战爆发，只能安排学生入

学，吴大猷从此滞留海外。此后，他的研究逐渐转向

了分子束实验、核物理和量子散射理论。1962 年，

他与日本物理学家大村充（T.  Ohmura）合作出版了

《散射的量子理论》，为量子散射理论的教学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束星北也是我国早期从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研

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曾尝试将爱因斯坦广义

相对论的引力定律推广到球对称的动力场，得到有

质量辐射的近似解［13］。此外，他曾在浙江大学等高

校教授量子力学，尝试从测量和数学推导角度阐述

测不准原理，对中国早期理论物理教育产生影响。

统计物理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是王竹溪和张宗

燧。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统计物理学研究重点从准

自由粒子系统转向有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合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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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14］。1933 年至 1938 年，王竹溪在英国剑桥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师从福勒（R.  H.  Fowler）。福勒不但

是统计热力学领域的奠基者之一，也是量子理论的

重要传播者。在剑桥求学期间，王竹溪主要研究了

超晶格和相变问题，对贝特理论做出了明显改进。

1938 年学成回国后，他前往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把

统计物理和量子理论引入国内课堂。

张宗燧则发展了合作现象和相变理论，提出“张

组合公式”，证明贝特近似与准化学近似的等价性。

1938 年博士毕业后，他跟随玻尔研究量子场论。他

较早研究约束系统的正则量子化［15］，认识到规范理

论中任意时空函数和不定乘子会给量子化带来困

难，并区分不同类型约束，提出相应量子化方法。此

外，他还发展了协变规范模型的量子化方法，将规范

条件从算符方程转化为对态的约束，这些工作为后

来的约束系统量子化与规范场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

基础。

20 世纪 40 年代，在非平衡统计物理学中做出杰

出贡献的，有两位女物理学家，王明贞和王承书［16］，

她们都师从乌伦贝克（G.  E.  Uhlenbeck），从事统计

物理与布朗运动的理论研究。王明贞系统研究了玻

尔兹曼方程的不同解法，并首次独立地从福克-普朗

克方程和克莱默方程推导出自由粒子和简谐振子的

分布函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布朗运

动理论［17］。二战期间，她去麻省理工学院雷达实验

室研究噪声理论，后来又在高分子统计理论方面做

出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王承书则与乌伦贝克合作，提出了著名的王承

书-乌伦贝克公式，解决了稀薄气体动力学中处理非

平衡态分布函数的问题，并在多原子分子气体的输

运系数理论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

在粒子理论与量子场论领域，彭桓武 1938 年赴

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分别于 1940 年和 1945 年在爱

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和科学博士学位。他在量子力学

领域的重要工作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在留学期

间，他在早年参与了介子理论与宇宙线问题的研究，

与海特勒、汉密尔顿（J.  Hamilton）合作提出了 HHP
理论，将量子场论方法应用于宇宙线现象的解释，发

展了量子跃迁概率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已包含后来

被称为戴森方程的思想。后来，又与玻恩（M.  Born）
做了关于场的量子力学的一系列探索性工作。二是

回国后，他延续了国外介子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把方

向转为原子核物理和核能应用上。

此外，马仕俊、胡宁、朱洪元也取得了出色的研

究成果。马仕俊于 1941 年获得博士学位，彼时汤川

秀树（H.  Yukawa）刚刚提出介子理论，这一方向正

是当时粒子物理最活跃的研究前沿。马仕俊围绕介

子场论及其研究方法开展了大量系统研究，工作覆

盖氘核的光磁蜕变、原子核静电偶极矩、介子散射与

积分方程等多个问题，其中多项研究都是在西南联大

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完成的。在量子电动力学方向，

他发现了海森堡 S矩阵中著名的多余零点，并率先指

出费米处理量子电动力学方法存在的一处缺陷［18］。

胡宁 1943 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早年致力于流

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研究，20 世纪 40—50 年代，转

向介子核力理论、广义相对论、S 矩阵理论、量子电

动力学与粒子物理等领域。60 年代中期，他和朱洪

元、何祚庥、戴元本共同领导建立和发展了强子内部

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工作，对高能物理实验中的大

量新强子和新现象做了分析并对强子结构和强相互

作用动力机理做了探讨。著有《广义相对论和引力

场理论》《场的量子理论》《电动力学》《层子模型里重

子的分类》，被称为“中国开辟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

理论研究的先驱之一”。

朱洪元于 1948 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全面探讨了高速荷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时

发出的电磁辐射特性。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他深

入研究了利用色散关系和么正条件构建低能强作用

理论的问题，并对包含光子、电子、中子和原子核的

高温高密度系统内部的输运过程进行了深入探索。

2. 2　实验方面

与理论研究相对应，20 世纪 30 年代后，国际实

验物理也由原子光谱和 X 射线研究逐步转向核物

理、宇宙线、高能粒子和精密波谱学。第二代实验物

理学家的工作，正是在这一转向中展开的。

在原子、分子和固体结构实验中，余瑞璜于

1937 年获得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 X 射

线晶体结构分析与固体物理研究。他早期关于氩的

X 射线吸收与散射的实验研究，给出了精确的散射

系数与吸收数据。在晶体结构分析领域，他利用摆

动晶体 X 射线谱仪，对多种化合物的晶体结构进行

精确测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 X 射线数据综

合方法［19］。这一方法推动了晶体学中电子密度分

布研究的发展，为量子力学解释固体结构提供了更

加可靠的实验基础。进一步地，余瑞璜在长期研究

基础上提出“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理论”［20］，对固体

中电子结构、键合性质及物理参数之间的关系作出

统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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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谱学方向，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

任之恭从事了氢原子连续电子亲和谱的理论研究，

给出了该问题的早期量子力学计算结果。这一工作

与氢负离子及其在天体物理中的吸收问题密切相

关，是量子力学在原子体系中的早期应用之一。从

40 年代末期开始，任之恭致力于微波波谱的研究。

他利用电子自旋共振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分子中的

核磁相互作用［21-22］，这些研究是量子力学在原子与

分子体系中的具体展开，具有基础性的应用和理论

价值。

抗战结束前后，随着国际范围内核物理和高能

物理研究的迅速发展，中国学界内部逐渐兴起“核物

理热”。赵忠尧的工作就集中在这个主流问题上。

1930 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密

立根（R.  A.  Millikan）期间，研究 γ 射线与物质的相

互作用，在重元素中发现了硬 γ 射线的异常吸收和

伴随出现的“特殊辐射”［23-24］，最早观测到正负电子

对产生和湮灭现象。这一成果从实验上接近了反物

质（正电子）的发现，为后来人类正电子的发现和量

子电动力学的接受铺平了道路。后来，安德森（C.  
D.  Anderson）由于发现了正电子而获得诺贝尔奖，与

赵忠尧的早期工作存在明显的连续关系。1983 年，

杨振宁和李炳安耗时数年，查找并调查相关文献，最

终以确凿证据证明了赵忠尧在发现正电子领域的开

创性贡献，指出他是发现反物质的第一人［25］。

1930 年回国后，赵忠尧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

核物理实验体系的创建之中。他先后在清华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及中国科学院主持建立了中国最早的

核物理实验体系，建成第一台和第二台质子静电加

速器，使量子力学首次在中国获得稳定的高能实验

平台。因此，赵忠尧不仅是反物质实验的先驱，也成

为中国核物理与粒子物理学术谱系的奠基者，被称

为我国的“原子能之父”。

赵忠尧开辟的这条道路，很快在其学生中得到

延续。1933 年，王淦昌获得博士学位。他在量子理

论问题上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对中微子的研究上。

20 世纪 30 年代初，β 衰变连续能谱与原子核离散能

级理论之间的矛盾，引发了著名的“能量危机”。泡

利提出中微子假说，费米（E.  Fermi）又建立了 β 衰

变理论，但中微子长期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始终

难以直接探测［26］。1941—1942 年间，王淦昌提出了

一种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方案［27］：通过研究轻原子核

捕获内层电子时原子核的反冲来间接确认中微子。

这一想法将三体 β 衰变问题化为二体过程，为国际

后来的中微子捕获实验提供了思路并奠定了证据基

础。50 年代初，国际上通过电子俘获反冲核实验获

得决定性证据，最终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

张文裕是中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

创者。他于 1938 年获得博士学位，早年，他发现了 μ
原子［28］，随后又证明了 μ 介子并非强相互作用粒子，

从而开拓了奇异原子物理研究领域。回国后又致力

于宇宙线实验站与高能物理实验基地建设，对中国

高能物理研究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何泽慧、吴健雄也是这一代实验物理学家的杰

出代表。其中，何泽慧和王淦昌一样都是赵忠尧的

学生。何泽慧于 1940 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德国和法

国从事核反应与宇宙线实验研究。1945 年，她通过

磁云室研究揭示了正负电子高能弹性碰撞现象；

1946 年又在铀核裂变研究中发现三分裂和四分裂

现象，修正了当时对裂变过程的简单认识。1948 年

回国后，她主持推进核乳胶自主研制，为中国高能物

理和核物理实验研究提供了关键探测材料。

同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吴健雄，她的博士论文是

关于 β 衰变和放射性同位素的产生问题，她后来的

工作都围绕这一研究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吴健雄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相关工作，她对核裂变产

物中氙-135 的中子吸收效应进行了关键分析，帮助

解释了汉福德反应堆运行中的异常现象［29］。战后，

吴健雄继续投入到对 β 衰变的研究中。她通过改进

实验，验证了费米 β衰变理论的正确性［30］。这一工作

巩固了弱相互作用早期量子理论的实验基础，也确立

了她在 β衰变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20世纪 50年代

中期，围绕弱相互作用是否满足宇称守恒的问题，理

论物理学界出现了重大分歧。李政道和杨振宁在系

统梳理已有实验后指出：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存在直

接证明宇称守恒的实验依据，并提出了可以检验这

一问题的实验方案。吴健雄凭借其在 β 衰变实验方

面的长期积累，承担了这一关键实验验证工作。她

选择钴 -60 作为研究对象，在极低温和强磁场条件

下，使原子核自旋取向高度一致，从而精确测量电子

发射方向的空间分布。实验结果清楚地显示，电子

发射存在显著的方向不对称性，直接证明弱相互作

用中宇称不守恒［31］。吴健雄的实验，使一个大胆的

理论判断获得了无可置疑的物理实证。此后，吴健

雄继续通过实验检验弱相互作用中的其他基本假

设。60 年代，她验证了费曼（R.  Feynman）和盖尔曼

（M.  Gell-Mann）提出的向量流守恒假说［32］，为弱相

互作用理论的规范结构提供了关键支持。她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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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β 衰变实验，进一步探讨了电荷共轭对称性在弱

相互作用中的适用性。此外，她在量子纠缠光子实

验、梅斯堡效应以及核过程精密测量方面的工作，也

不断拓展了量子力学实验验证的边界。

第二代华人量子科学家的贡献已不同于早期引

进和验证量子理论的阶段。他们中的部分人继续推

进原子、分子和统计物理研究，部分人随国际物理学

重心转移，将研究方向推进到原子核、基本粒子与量

子场论问题。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高等教育

体系受严重冲击，高校大规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

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

在物质与实验条件匮乏受限的环境中，吴大猷、王竹

溪、马仕俊等学者一方面跟踪国际物理发展，另一方

面在国内开展量子力学、统计物理与近代数学的教

学与研究。因此，这一时期是中国量子科学在艰难

中维系发展的阶段，也是为第三代科学家的崛起奠

定重要的学术基础的阶段。

3　第三代  迈入量子前沿

第三代华人量子科学家的成长与崛起，发生在

二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冷战格局形成

之后的特殊历史阶段。二战以后，量子电动力学、重

整化理论和基本粒子物理迅速成为国际理论物理前

沿。随着介子、奇异粒子以及弱相互作用问题不断

出现，物理学界逐渐意识到，原有的守恒律、对称性

和相互作用分类需要重新检验。第三代华人量子科

学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迅速融入并引领了国际理

论物理和实验物理的最前沿。

3. 1　量子场论和基本粒子研究

1957 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弱相互作

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

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

杨振宁和李政道都在中国本土完成了早期学术

训练。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先后师从吴大猷、王竹溪，

系统学习了群论、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李政道也

在西南联大接受了系统训练，被吴大猷推荐赴美深

造［33］。所以，两人在进入国际学术界前，已具备扎

实的数学与理论物理基础。

进入美国后，两人迅速融入当时世界最前沿的

量子场论与粒子物理研究中。杨振宁最重要的贡献

首先是 1954 年与米尔斯（Robert Mills）提出的非阿

贝尔规范场理论［34］，也就是后来的“杨 -米尔斯理

论”。这一理论将规范不变性思想，从阿贝尔群推广

到非交换群，引入多分量规范场，为描述强、弱、电磁

相互作用提供了统一的数学框架。后来随着电弱统

一理论和量子色动力学的发展，杨-米尔斯理论逐渐

成为现代标准模型的核心基础。

统计力学方面，在西南联大时期，受王竹溪的影

响，杨振宁对昂萨格二维伊辛模型（square-lattice 
Ising model）产生了很大的兴趣。1949 年杨振宁到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后，求得了伊辛模型的自发磁

化强度的解析表达式［35］。随后，又与李政道合作提

出“杨-李定理”，通过分析配分函数零点在复平面上

的分布，建立了相变发生的判据［36-37］。20 世纪 60 年

代后，杨振宁进一步提出并发展了“杨-巴克斯特方

程”。杨-巴克斯特方程后来广泛影响了量子场论、

可积模型、共形场论、量子群、拓扑数学等多个领域。

1990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颁发的数学最高奖——菲

尔兹奖，四位获奖人中就有三人的研究与杨-巴克斯

特方程有关。

杨振宁和李政道最著名的工作，就是弱相互作

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的发现。20 世纪中叶以前，宇称

守恒被普遍视为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但“θ-τ 之谜”

暴露出了理论上的严重矛盾。1956 年，两人在系统

梳理当时所有相关实验后，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实际

上并不存在宇称守恒的直接实验依据，并首次明确

提出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可能不守恒［38］，同时设计

出可供检验的实验方案。1957 年，吴健雄等人通过

极化钴-60β 衰变实验，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

守恒的存在。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认为是 20 世纪

物理学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并推动了手征理论、电

弱统一理论以及后来标准模型的发展。

在与杨振宁长期合作之外，李政道本人也在量

子场论多个方向上提出了具有独立意义的重要工

作。1954 年，他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李模型”的可解

场论模型，首次严格展示了场论中的重整化结构［39］。

1962 年，木下东一郎（T.  Kinoshita）系统研究了费

曼振幅中的质量奇点，指出在对相关末态求和后，跃

迁概率中的奇点可以相互抵消［40］。1964 年，李政道

和诺伯格（M.  Nauenberg）进一步从简并初态和末

态求和的角度研究了质量奇点及红外发散的消除问

题［41］。后来，三人的相关成果被概括为 KLN 定理，

成为高能物理计算的重要理论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李政道又继续

围绕 CP 破坏、自发对称性破缺以及真空结构问题

展开研究。他和威克（G. C.  Wick）提出在希尔伯特

空间中引入不定度规的方法，用以处理量子场论中

的紫外发散问题，并进一步讨论其物理一致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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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又提出新的 CP 破坏机制，这些思想至今仍

是 B 介子与 τ-粲物理等高能实验的重要理论动机

之一。

1974 年，李政道与威克进一步提出，在极端条

件下，自发破缺的真空对称性可能在有限区域内被

部分“恢复”，并指出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可以作为检

验这一现象的实验手段［43］。这一思想直接催生了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发展，使高能核物理成为连接

量子场论、核物理与宇宙早期物理的重要桥梁。与

此同时，李政道还在场论中系统研究了一类新的经

典解及其量子化形式。他与弗里德伯格（Richard 
Friedberg）、希林（Abraham Sirlin）等人提出并发展

了非拓扑孤子理论，并进一步将其引入强子结构模

型［44］。此后，他还系统研究了非拓扑孤子理论以及

离散时空问题［45］，试图从更深层面探索量子场论与

统一理论的可能结构。

这一时期，从事量子场论和基本粒子理论的还

有杨立铭，他于 1946 年前往爱丁堡大学师从玻恩，

1948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担任玻恩的研究助

理［46］。 1947 年，他通过追踪流体中个别原子的运

动，导出了混合液体的扩散系数。1949 年，他进一

步研究了原子核结构问题，导出了在合理核密度分

布下原子核中存在的幻数。1950 年，在学习量子场

论的新发展过程中，他又求得了狄拉克矩阵乘积阵

迹的简单方法。回国后，他进一步提出处理变形核

中核子对相互作用的新方法，并发展了系统的 IBM
微观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周光召在苏联

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期间，首次系统提出并

建立了相对论性螺旋度散射振幅的理论框架［47］，澄

清了相对论量子场论中“粒子自旋态”的根本定义问

题。这一工作明确区分并统一了有质量与无质量粒

子的螺旋态描述，使高能散射过程的理论表达摆脱

了传统角动量展开的限制。

1960 年前后，周光召独立、严格地推导出赝矢量

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48］，揭示了强相互作用与

弱相互作用在手征对称性层面的深层联系。PCAC
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粒子物理理论发展的奠基性成

果之一。在完成国家重大任务后，周光召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重新回到基础理论研究前沿，系统发展了

非平衡态量子场论的闭路格林函数形式，使量子场

论能够描述真实时间演化过程，而不仅限于散射问

题。这一理论框架如今已成为重离子碰撞、早期宇

宙演化以及凝聚态量子多体系统研究中的标准

方法。

1958―1960 年间，何祚庥对普适费米型弱相互

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 μ 子俘获与辐射俘获现象中

存在新的选择法则，并分析了 V-A 型弱相互作用

在弗尔兹变换下的性质及其与辐射修正问题的关

系。同一时期，何祚庥与冼鼎昌、朱洪元等人在研

究 双 重 色 散 理 论 时 发 现 ，邱 -门 德 尔 斯 坦 方 程

（Chew-Mandelstam equation）存在不可消除的发散

积分，从而否定了该方程的理论成立基础。 60 年

代，何祚庥从事了有关层子模型的研究之后，又建立

了一个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新体系，进一步推广了

层子模型。之后，他又进行了中微子质量、暗物质、

高奇异数超核问题的研究。

戴元本也是北京基本粒子研究组开展的“层子

模型”合作研究的重要参与者之一。1964 年前后，

戴元本在当时高能物理理论的热点问题“雷杰极点

（Regge pole）”的研究中指出，在高奇异位势条件

下，由于雷杰极点分布方式的不同，散射振幅会呈现

出与传统理论预期不同的高能渐近行为。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之交，郝柏林求得了三维

伊辛模型的一个封闭近似解。在 70 年代，他又和于

渌合作，用骨架图展开方法把连续相变临界指数计

算推进到高阶，这是中国大陆物理学界早期参与重

正化群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高能物理实验方面，1976 年，丁肇中因发现

J/ψ 粒子而与伯顿·里克特（B.  Richter）共同获得诺

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继杨振宁、李政道之后第三位获

此殊荣的华裔物理学家。

丁肇中于 1962 年获得博士学位。20 世纪 60 年

代，他在联邦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上进行了关

于量子电动力学和矢量介子的实验，对矢量介子的

产生、衰变及干涉现象进行了精密测量，推动了强相

互作用实验研究的发展。1974 年 11 月，他在布鲁克

黑文国家实验室领导实验发现质量约 3. 1 GeV 的新

共振粒子，并将其命名为“J 粒子”［49］。与此同时，斯

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里克特小组也发现了同一粒

子，称其为“ψ粒子”，两者随后被确认是同一种粒子，

故合称 J/ψ介子。J/ψ粒子的异常长寿命表明其内部

存在新的夸克结构，从而首次确认第四种夸克——

粲夸克的存在。这一发现被称为粒子物理学的“十

一月革命”，也成为量子色动力学建立的重要实验

依据。

在发现 J/ψ 之后，丁肇中继续通过一系列实验

检验和拓展标准模型的量子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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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他在德国 DESY 研究中心主持 MARK-J 实验，

首次清晰观测到三喷注事件，从实验上确认了胶子

的存在［50］。随后，他又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持 L3
实验，对 Z 玻色子性质及轻子、夸克结构进行了精密

测量，进一步验证了标准模型。90 年代后，他又推

动阿尔法磁谱仪（AMS）实验，通过宇宙线观测寻找

反物质和暗物质存在的证据，使研究进一步拓展到

粒子天体物理领域。

中国台湾地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是

李远哲，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化学物理方面。李远

哲早期的博士研究聚焦于激发态碱金属原子的化学

离子化过程。他发现，当电子从碱金属二聚体分子

中移除后，体系会出现“键距更长而键结更强”的反

常现象。这一结果揭示了分子激发态结构中更为复

杂的量子效应。

博士后阶段，李远哲进一步研发出世界上第一

套通用型交叉分子束装置。这个装置能够以前所未

有的精度研究微观分子运动过程［51］。借助这一技

术，他成功解析了惰性气体原子的量子干涉散射结

构，使分子间相互作用势能的测定精度大幅提高，成

为后来分子动力学研究的重要实验标准。之后，他

还进行了包括碱金属卤化物的碰撞诱发分解研究、

不稳定稀有气体原子的散射研究，以及首次运用交

叉分子束开展氟原子与氢分子及不饱和碳氢化合物

间反应的研究等。凭借交叉分子束技术及其在分子

反应动力学中的开创性贡献，李远哲于 1986 年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

3. 2　凝聚态物理

量子力学的诞生使凝聚态物理学具有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其中，固体物理是在量子理论基本框架确

立 后 ，逐 步 吸 纳 其 方 法 并 发 展 为 独 立 学 科 的 领

域［52］，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固体物理成为物理学的

主流。

黄昆是华人科学家中，最早在这一方向做出原

创工作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其一，是提出固体中杂质缺陷导致 X 射线漫散

射的理论。1947 年，黄昆在研究稀溶体晶体时，首

次系统分析了溶质原子引起的晶格畸变问题，并建

立了漫散射强度与缺陷分布之间的定量关系［53］。

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黄散射”，成为研究晶体缺陷

和局域结构的重要工具。

其二，建立多声子辐射与无辐射跃迁的量子理

论。1950 年前后，黄昆与其夫人——英国物理学者

艾夫·里斯（A.  Rhys）发展了多声子跃迁理论，引入

“黄-里斯因子”［54］。该理论成功解释离子晶体中色

心宽谱发光等现象，拓展了量子跃迁理论，至今仍是

凝聚态光谱和材料物理的标准模型。

其三，提出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耦合振荡理论，

即“黄昆方程”。该方程预言，特定条件下光学声子

与光场强耦合会形成新集体激发模式［55］。这个方

程首次将声子与光子统一于量子描述框架，引入新

准粒子概念，拓展了学界对固体中量子激发形式的

认知，成为研究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微腔量子电动

力学及新型量子器件的重要理论基础。

此外，1954 年，黄昆与其导师玻恩合著《晶体晶

格动力学理论》，系统阐述了固体中振动模式的量子

理论。这本书奠定了晶格动力学基本框架，被誉为

该领域的经典之作。改革开放后，随着低维凝聚态

体系和人工异质结构兴起，黄昆将理论方法推广到

超晶格和量子阱等新体系，他与朱邦芬提出“黄-朱
模型”，为纳米材料和量子器件研究提供重要理论

基础。

与此同时，谢希德也在凝聚态物理特别是半导

体与表面物理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20 世纪 40 年

代后期，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物理学家

斯莱特（J. C.  Slater），深入掌握了固体能带计算方

法。20 世纪中期，她与黄昆一起开创了中国半导体

物理和固体物理教学科研体系，是中国半导体物理

学科与表面物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58 年，

黄昆和谢希德合作编写了我国最早的半导体领域的

专著《半导体物理》。1963 年至 1965 年，谢希德从事

固体能谱研究，先后对硒化锌、锑化铟等进行研究，

获得初步成果，并在复旦建立了顺磁共振等当时比

较先进的实验技术实验室。

1977 年底，谢希德在广泛调研国际科学发展趋

势的基础上，认识到表面科学正在成为连接固体物

理、材料科学和量子化学等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并

在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上提出在我国发展表面

物理的倡议［56］。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后，谢希德又

组织了表面物理和固体能带理论两个系列的学术报

告讨论会。此外，她还在复旦大学着手筹建以表面

物理为重点的现代物理研究所，建立多个研究室，推

动复旦大学逐渐成为我国表面物理研究的重要基

地［57］。谢希德在多个相关理论研究中取得诸多突

出成果，她指导的多项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取得

重要进展，这些工作对研究低维量子系统的相关效

应和输运具有先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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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伴随量子科学的发展脉络，前三代华人量子科

学家分别承担了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并逐步形成

了较为清晰的学术谱系。第一代华人量子科学家

中，叶企孙创办并长期主持清华物理系，先后延聘吴

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等学者任教［58］，使清华大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现代物理训练基

地之一。

第二代科学家中的许多人正是在这一学术环境

中成长起来的。例如，王淦昌早年在清华大学学习

并留校任助教期间，曾在吴有训指导下开展清华园

周围氡气强度变化的相关研究；彭桓武在清华求学

期间，也受到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等人的课程训

练、学术风气和严谨治学精神的影响，其中周培源是

其研究生阶段的重要指导教师。

在第一代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学者，又进

一步培养和影响了第三代科学家。吴大猷早年就读

于南开大学，因受到饶毓泰的赏识与深刻影响，从数

学转入物理学领域。在饶毓泰等人的引领下，吴大

猷最终深耕理论物理和原子分子物理领域，后来更

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抗战时期，吴大猷在西

南联大开设电磁学、经典力学、近代物理和量子力学

等课程，指导影响了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后起

学者。

因此，华人量子科学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取得

了诸多重要成果，更在于建立了连续不断的知识传

承。第一代完成了量子概念、实验方法和现代物理

教育制度的引入；第二代在战乱和迁徙中维系并扩

展了这一传统；第三代则在前两代奠定的课程体系、

研究风格和问题意识基础上，真正进入国际物理学

前沿。正是这种由制度建设、师承授业和研究问题

递进共同构成的传承网络，让华人科学家在量子物

理百年发展中形成了持续清晰的历史脉络。紧接着

这种代际之间的知识传递与精神传承，构成了华人

量子科学发展的核心内在动力。

当然，前三代科学家的贡献主要集中于量子力

学基础理论及相关实验领域，20 世纪末之后，量子

信息逐渐成长为量子力学与信息科学交叉形成的新

前沿，华人科学家也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

密测量等方向展现出越来越强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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